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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震的训诂学思想对皖派朴学的引领

徐 玲 英
（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／学报编辑部，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３９）

摘　要：梁启超将清代朴学与汉代经学、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相提并论。清代朴学特别是皖派朴学的鼎盛得

益于戴震的开创与引领。戴震经学研究坚持走“由字通词、由词通道”之路。为求一字之“的”解，戴震不仅本之六

书发掘文字形体所寓之义，同时还运用古音知识，因声求义，实行音义互求；并且利用前人训诂成果，汇综群籍，择

善而从，形成了鲜明的训诂学思想和特色。经其弟子段玉裁、王念孙和王引之等的发扬光大，以校勘为训诂前提、

因声以求义以及贯通群籍、择善而从的训诂学思想成为皖派朴学的最大特色，并取得辉煌的训诂学成就，皖派朴学

突破地域限制而臻于鼎盛，终成有清一代显赫的学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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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考据学之鼎盛可与汉代经学、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相提并论，梁启超称此四者“确能成为时代思潮
者”①。清代考据学以其质朴的学风而被名为清代朴学。清代朴学分吴、皖两派而以皖派为盛。皖派朴学发
轫于明末清初的黄生、江永。他们一改宋明空谈陋习，主张由音韵、训诂以求义理。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
严以考据的治学方法的确立，标志着皖派朴学的形成。然而，真正使皖派朴学发扬光大的是戴震。戴震避仇
入都，学者或信服而交友之，如王鸣盛、纪昀、朱筠等；或师侍之，如段玉裁、王念孙、任大椿等；或私淑之，如凌
廷堪、焦循、阮元等。特别是在戴震弟子王念孙、段玉裁等的标杆性专著如《广雅疏证》《说文解字注》等的影
响下，以校勘为训诂前提、因声以求义以及贯通群籍、择善而从的训诂思想成为皖派朴学的最大特色。皖派
朴学突破了地域限制，终成有清一代显赫的学派。然而，戴震的草创之功被其弟子的辉煌成就所淹没，学界
鲜有关注，本文以训诂学为例，结合戴震弟子的言论与专著，论析戴震训诂学思想对皖派朴学的引领。
一、以校勘为训诂前提的思想对皖派朴学的影响
戴震明确表示训诂当以校勘为前提，因为“自有书契以来，科斗而篆籀，篆籀而徒隶，字画俯仰，浸失本

真”②。字体的屡次变化、传抄的颠倒讹脱，使得精准的训诂也难求经典原义。加上小学费失，即使如《说文》
《尔雅》等字书、韵书亦不足为据。所以戴震指出，训诂之始应校订讹谬。由于戴震少年时期就精研《说文解
字》，又取《尔雅》及汉儒传、注、笺之存者，参伍考究，打下了坚实的小学功底，加之戴震精通古音，故其能将文
字、音韵知识运用于古籍校勘，发现典籍讹误。例如《诗经》：“维天之命，假以溢我。”《传》曰：“溢，慎。”《笺》
云：“溢，盈溢之言也。以嘉美之道饶衍与我。”戴震于《毛郑诗考正》中指出，《春秋传》引诗作“何以恤我”，转

·２９·

①

②

梁启超：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８年，第１页。

戴震：《与王内翰凤喈书》，张岱年主编：《戴震全书》，第６册，黄山书社，１９９５年，第２７８页。



写讹失耳。《毛传》本《尔雅》释“溢”为“慎”，但《尔雅》本误。戴震指出：“《说文》：‘谧，无声也。’《史记》‘惟刑
之静哉’，徐广曰：‘今文云“惟刑之谧哉”。’”“谧”有静义。“溢”“恤”皆为“谧”字形体转写讹误。最后戴震总
结道：“书之‘谧刑’谓‘慎刑’，伏生《今文尚书》足据。此诗承上文王之德之纯而言。嘉以慎我，我其取之，思
取法文王嘉美之纯德，以敬慎也。”至此，戴震不禁感慨“古经难治类若是矣”①。

段玉裁二十九岁便师从戴震，深得戴震训诂必先是正文字的思想，尝云：“东原师云：‘凿空之弊有二。其
一，缘辞生训也。其一，守讹传缪也。缘辞生训者，所释之义非其本义；守讹传缪者，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。

如孔氏‘虞痒在国西郊’，所谓所据之经非其本经也，而缘之立说，则所释之义非其本义矣。经文之不误者，尚
惧缘辞生训，所释非其本义，况守讹传缪之经耶？”所释之经有误，释者守讹传谬，自然谬以千里，所以训诂的
前提是校勘文本。段玉裁进一步将其师戴震的校勘实践理论化，将校勘分为订底本之是非和订立说之是非，

云：“校书之难，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，定其是非之难。是非有二。曰：底本之是非，曰：立说之是非。

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，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。……何谓底本？著书者之稿本是也。何谓立说？著书者所
言之义理是也。……故校经之法，必以贾还贾，以孔还孔，以陆还陆，以杜还杜，以郑还郑，各得其底本，而后
判其义理之是非，而后经之底本可定，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。不先正注、疏、释文之底本，则多诬古人；不断
其立说之是非，则多误今人。”②

《说文解字注》是段玉裁的代表作。王念孙于书序中誉其为“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”。段玉裁于许氏之
书，除正义借义知其典要、观其会通外，首先校订《说文》讹误，作《汲古阁说文订》。他于《序》中云：“今合始
‘一’终‘亥’四宋本，及宋刊、明刊两《五音韵谱》，及《集韵》《类篇》称引铉本者，以校毛氏节次剜改之铉本，详
记其驳异之处，所以存铉本之真面目，使学者家有真铉本而已矣。”③明末汲古阁本历经五次剜改，《说文》已
大失原貌。为还许慎、徐铉《说文》原貌，扫除覆盖于《说文》上的历史尘埃，段玉裁利用形义互求、综贯群书和
因声求义等方法，校订《说文》讹误。例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读，籀书也。”段注曰：“籀各本作‘诵’，此浅人改也，今
正。《竹部》曰：‘籀，读书也。’读与籀叠韵而互训。《庸风》传曰：‘读，抽也。’《方言》曰：‘抽，读也。’盖籀、抽古
通用。《史记》：‘纟由史记石室金匮之书。’字亦作纟由。抽绎其义蕴，至于无穷，是之谓读。故卜筮之辞曰籀，谓
抽绎《易》义而为之也。”④后人看来“读”和“籀”二者并非叠韵，所以浅识之人改“籀”为“诵”。段玉裁考证古
音，指出“读”和“籀”二者叠韵而互训。他再从字义角度指出，“读”有抽绎、梳理意义以至无穷的意思。“籀”

为卜筮之辞，作用就是理卜筮现象之端绪，由卜筮现象演绎出结论。段玉裁从字音、字义两个角度考证了“籀
各本作诵”之误。此外，段玉裁还校订许慎立说之误，例如：“参，商星也。”段注曰：“商，当作‘晋’，许氏记忆之
误也。《左传》：‘子产曰：后帝迁阏伯于商丘，主辰，商人是因，故辰为商星。迁实沈于大夏，主参，唐人是因，

以服事夏商。及成王灭唐，而封叔虞，故参为晋星。’依此则商当为晋明矣。”⑤段氏以《左传》的记载订正许慎
立说之非。校订《说文》传抄、妄改之误，还许慎、徐铉《说文》原貌，就是不诬古人；校订《说文》立说之误，就是
不误今人。

除段玉裁以外，王念孙亦承戴震过庭之训。王念孙为吏部尚书王安国之子。王安国于１７５６年延请戴震
馆于其家，令王念孙从其学。阮元曰：“戴东原先生当代硕儒也，文肃延为公师。……初从东原戴氏受声音、

文字、训诂，遂通《尔雅》《说文》，皆有撰述矣。继而余姚邵学士晋涵为《尔雅疏》，金坛段进士玉裁为《说文
注》，先生遂不再为之，综其经学，纳入《广雅》，撰《广雅疏证》二十三卷。”⑥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在训诂学上的
成就无与伦比，梁启超赞其曰：“《广雅》原书虽尚佳，还不算第一流作品。自《疏证》出，张稚让倒可以附王石
臞的骥尾而不朽了。”⑦

王念孙疏证《广雅》，首先校订张揖和先儒失误。《广雅疏证序》中称：“其或张君误采，博考以证其失；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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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误说，参酌以悟其非。……是书之讹脱久矣，今据耳目所及，旁考诸书，以校此本。凡字之讹者五百八十，
脱者四百九十，衍者三十九，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，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，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，辄复随
条补正，详举所由。”例如《广雅》：“谲恑，美也。”王念孙指出：“恑与诡通。各本皆作‘谲恑，美也。’案二字诸书
无训为美者。此因恑下脱去‘也’字，而下文傀美也又脱去‘傀’字遂误合为一条，今订正。”①

王念孙遵循其师戴震“训诂的前提为校勘文字”的治学之道，重视典籍的文字校勘。他所作《读书杂志》，

郭沫若誉之为：“考证学中之白眉，博洽精审，至今尚无人能出其右者。”②全书共校订了“史部如《逸周书》《战
国策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，子部如《管子》《晏子春秋》《墨子》《荀子》《淮南子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吕氏春秋》
《韩非子》《法言》，集部如《楚辞》《文选》和部分汉碑”等十七部重要典籍，“校正各书传写讹误、衍夺、倒文等两
千数百条，并与《淮南子杂志》后总结讹误之例六十二条，足为校勘古籍之范式”③。例如《读书杂志·逸周
书》：“不明开塞禁舍者，其如天下何。”王念孙指出：“‘不明’上有‘明开塞禁舍者，其取天下如化’十二字，而今
本脱之。”文字讹脱，语义不完，达不到教化的目的。王念孙根据两“如化”上下相应、相对而言的句式，认为脱
落“明开塞禁舍者，其取天下如化”十二字，并据文献《小称篇》《小明武篇》《吕氏春秋·怀宠篇》论证“如化”皆
言其速，最后根据《群书治要》引文，补足脱文④。王念孙以音考字、音义互求，而又经史互证，故多发明，故陈
奂曰：“高邮王石臞先生渊源同出乎戴，故论学若合符节。”⑤

王引之为王念孙之子，可谓戴震再传弟子。王引之幼承家学，小学根底坚实。他尝云：“夫三代之语言，

与今之语言，如燕、越之相语也。吾治小学，吾为之舌人焉。其大归曰，用小学说经，用小学校经而已矣。”⑥

王引之继承了戴震由字通词、由词通道之训诂学思想，“以小学说经，以小学校经”，并形成一定的校改原则，

即写官误、椠工误、妄改者，则为之改正。至于异体字、假借字，则不改动。其所作《经义述闻》《经传释词》为
训诂、校勘学名作。例如《经义述闻》“威侮五行”条，王引之指出：“某氏传曰‘威虐侮慢五行’，正义曰‘无所畏
忌作威虐，而侮慢之，故曰‘威虐侮慢’。‘威侮’二字义不相属，威为暴虐，侮为轻慢，不得合言虐慢也。且人
于天地之五行，何暴虐之有乎？威疑当作烕，烕者蔑之假借也。”并进一步证明烕、蔑音近假借，曰：“《小雅·

正月篇》释文引《字林》‘烕，武劣反’，正与蔑音相近，故借烕为蔑，烕之为蔑，犹灭之为蔑也。”而且《逸周书》
《史记》《说苑》有“蔑侮（侮灭）”词例，故而断定某传与正义释义之误。王引之不仅“以小学说经，以小学校
经”，还于《经义述闻·通说下》分析、总结古籍用字行文规律、训诂原则以及致误原由，以指导后学。其总结
的致误原由有“衍文”“形讹”“上下相因而误”和“后人改注疏释文”等。例如“后人改注疏释文”例，王引之指
出：“经典讹误之文有注疏释文已误者，亦有注疏释文未误而后人据已误之正文改之者。……凡此者皆改不
误之注疏释文以从已误之经文，其原本几不可复识矣，然参差不齐之迹终不可泯。善学者循其文义，证以他
书，则可知经文虽误而注疏释文尚不误，且据注疏释文之不误以正经文之误可也。”⑦王引之总结的条例已具
有高度的理论性，所以方东树认为：“近人说经，无过高邮王氏《经义述闻》，实足令郑、朱俯首，自汉唐以来，未
有其比也。”⑧

二、“因声求义”之训诂方法对皖派朴学的影响
戴震已清楚认识到“载籍极博，统之不外文字，文字虽广，统之不越六书”⑨。六书是文字的纲领，纲举则

目张。戴震创造性地提出四体二用说，认为指事、象形、形声、会意为字之体，转注、假借为字之用。由于假借
字在文献中广泛存在，“六书依声托事，假借相禅，其用至博，操之至约也”瑏瑠。假借字字义需要因声求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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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引之：《经义述闻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０年，第７８７－７８９页。

方东树：《汉学商兑》卷中之下，清道光十一年刻本，第１１７页。

戴震：《六书论序》，张岱年主编《戴震全书》，第６册，黄山书社，１９９５年，第２９５页。

戴震：《转语二十章序》，张岱年主编：《戴震全书》，第６册，黄山书社，１９９５年，第３０４页。



“夫六经字多假借，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？训诂音声相为表里”①。为寻求通假的法则，戴震作《转语二
十章》以发明古音通转的规律，方便学者推求假借字字义。

戴震深谙文字与语言的关系，他在传统训诂方法的基础上，系统地提出了“因声求义”的训诂方法，使其
系统化、理论化，成为清代训诂学一大钤键。例如《召南·鹊巢》“维鸠方之”，《传》：“方，有也。”戴震按：“诗中
‘方’‘房’通用。《小雅》‘既方既皁’，《大雅》‘实方实苞’，《笺》云：‘方，房也，谓孚甲始生而未合时也。’是‘方’

有‘房’义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‘山阳郡方与’，晋灼云：‘音房豫。’是方有房音，‘方之’犹‘居之’也。”②《传》训
“方”为“有”很是突兀，戴震因声求义，指出“方”“房”音同假借，义为居有，并佐以郑笺、晋灼注，从而使人知其
所以然。戴震还运用因声求义法训诂联绵词。联绵词的最大特点是由两个音节连缀成义而不能分割，且形
体不固定，意义寄托于声。例如《方言》“佚婸，淫也”，戴震指出：“‘佚’‘婸’二字乃双声，即泆荡也。又‘跌
踼’，《广雅》云：‘行失正。’踼音宕，唐与荡、宕虽有平上去之异，本属一声轻重。……皆淫逸之义。”③佚婸为
联绵词，义寄于音，与“泆荡”“跌踼”义同，皆为淫逸之义。戴震利用文字声音揭示通假字的本字，系联同源
词、联绵词的异体形式，并用语转表明方言的音变字异，使文字训诂走上科学的轨道。

段玉裁传承其师戴震的思想，摆脱传统训诂受文字形体限制的窠臼，以声音为纽带，贯通汉字形、声、义
三者之间的关系。《广雅疏证序》中曰：“小学有形、有音、有义。三者互相求，举一可得其二。有古形，有今
形；有古音，有今音；有古义，有今义。六者互相求，举一可得其五。……圣人之制字，有义而后有音，有音而
后有形。学者之考字，因形以得其音，因音以得其义。治经莫重于得义，得义莫切于得音。”《说文解字注》中
形音义互求的例子不胜枚举，例如：《说文解字》：“朕，我也。阙。”段注：“按，朕在舟部，其解当曰舟缝也。从
舟，灷声。……《释诂》曰：朕，我也。此如卬、吾、台、余之为我，皆取其音，不取其义。”④许慎因不明“舟部”的
“朕”字何以表达第一人称的“我”，于是阙如。段玉裁指出，“朕”用作第一人称的“我”，为取其音不取义，乃文
字之假借，这样就解决了此处的疑惑。段玉裁进一步指出，形、音、义三者，“音生于义，义著于形。圣人之造
字，有义以有音，有音以有形。学者之识字，必审形以知音，审音以知义”⑤，所以因声求义更具有理据。

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是因声求义的集大成者。《广雅疏证序》中曰：“窃以诂训之旨，本于声音，故有声同
字异、声近义同。虽或类聚群分，实亦同条共贯。譬如振裘必提其领，举网必挈其纲。故曰‘本立而道生’。

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。此之不寤，则有字别为音、音别为义，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，或墨守成训而鲜会
通，易简之理既失，而大道多歧矣。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，引申触类，不限形体。苟可以发明前训，斯凌杂之
讥亦所不辞。”王念孙指出，声音之于训诂，就如领之在裘、纲之在网，抓住声音这一纲领，便可以至赜而不乱。

王引之于《经义述闻》中多处阐释其父思想，曰：“夫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。声之相同相近者，义每不相
远。”“夫古字通用，存乎声音。今之学者，不求诸声而但求诸形，固宜其说之多谬也。”“故凡字之相通，皆由于
声之相近。不求诸声而求之字，则窒矣。”⑥“因声求义，不限形体”的理论贯穿于王氏父子《广雅疏证》《读书
杂志》《经义述闻》《经传释词》四部著作之中。例如：《广雅》“昌，始也”，王念孙指出：“‘昌’读为‘倡和’之
‘倡’。王逸注《九章》云：‘倡，始也。’《周官》：‘乐师教恺歌，遂倡之。’郑注云：‘故书“倡”为“昌”。’是‘昌’与
‘倡’通。”⑦周祖谟盛赞《广雅疏证》，曰：“最大的特点也就在于不泥于前人旧注，旁征博考，参互比证，即音以
求字，因文以考义，所以解说精当，往往出人意表。”⑧

王氏父子也用因声求义法探求联绵词词义。王念孙于《读书杂志·汉书第十六》“连语”条指出：“凡连语
之字，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。说者望文生义，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指。”⑨连语即为联绵词。王念孙反复强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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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震：《毛郑诗考正》，张岱年主编：《戴震全书》，第１册，黄山书社，１９９４年，第５９７页。

戴震：《方言疏证》，张岱年主编：《戴震全书》，第３册，黄山书社，１９９４年，第１１４页。

段玉裁：《说文解字注》，凤凰出版社，２０１５年，第７０７页。

段玉裁：《说文解字注》，凤凰出版社，２０１５年，第１３２１页。

王引之：《经义述闻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０年，第６８、５７１、７１页。

王念孙：《广雅疏证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０年，第４页。

周祖谟：《读王念孙〈广雅疏证〉简论》，《兰州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），１９７９年第１期。

王念孙：《读书杂志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１５年，第１０２６页。



训释联绵词只能“因声求义”，不能望文生训。例如他于“踌躇，犹豫也”条指出：“此双声之相近者也。踌犹躇
豫，为叠韵，踌躇、犹豫为双声……夫双声之字，本因声以见义，不求诸声而求诸字，固宜其说之多凿也。”①又
于“扬榷，都凡也”指出：“大氐双声叠韵之字，其义即存乎声，求诸其声则得，求诸其文则惑矣。”②所以段玉裁
于《广雅疏证序》中称王念孙“尤能以古音得经义，盖天下一人而已矣。”
正如许威汉所言：“戴震提到训诂音声相为表里，表明了语言与意义的关系，即现代说的声音是语言的物

质外壳。这就纠正了一千七百年来文字直接表达概念的错觉，成为现代训诂学的精论。”③马裕藻在研究了
戴震转语理论后以为，戴震“在古音学上有这么大的成绩，所以对于六书训诂特见甚多。……段氏之《说文解
字注》，王氏之《广雅疏证》，殆无不受其沾灌”④。戴震的因声求义之法影响了当时的整个学术界，起着导夫
先路的作用。除段玉裁、王氏父子之外，程瑶田《果蠃转语记》、郝懿行《尔雅疏证》、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、
钱绎《方言笺疏》、邵晋涵《尔雅正义》等都是对因声求义训诂法的实践运用，他们“就古音以求古义”，超越形
体，揭示假借本字、系联大批同源词，训诂之学至乾嘉而臻于鼎盛。戴震对于清代训诂学的发展功不可没。
三、参验群籍的训诂方法对皖派朴学的影响
梁启超于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将盛清学风概括为：“凡立一义，必凭证据；无证据而以臆度者，在所必摈”；

“孤证不为立说。其无反证者姑存之，得有续证则渐信之，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”；“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
系者，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”⑤。梁启超指的正是清代朴学实事求是、言必有据的学风。作为皖派朴学的代
表人物，戴震凭借其深厚的文字、音韵和文献功底，自觉地把小学和经史子集贯通起来，“以字考经，以经考
字”。其《尔雅注疏笺补序》云：“《尔雅》，六经之通释也。援《尔雅》附经而经明，证《尔雅》以经而《尔雅》明。
……为之旁摭百氏，下及汉代，凡载籍去古未遥者，咸资证实，亦势所必至。”⑥又曰：“广搜汉儒笺注之存者，
以为综考故训之助。”⑦“一字之义，当贯群经，本六书，然后为定。”⑧

戴震训诂实践便采用了这种字书、经传群籍互证之法。例如他疏证《方言》，便把《方言》写于李焘《许氏
说文五音韵谱》之上，实现《方言》与《说文》的互证，然后广泛参验群籍，引用书目多达１０１种，共采书证３２６８
条。所引书目经部主要有：《周易》，晋王弼注，唐孔颖达疏；《诗经》，汉毛亨传、郑玄笺，唐孔颖达疏；《古文尚
书》，汉孔安国传，晋王肃注，唐孔颖达疏；《尚书大传》，汉伏胜撰；《周礼》，汉郑玄注；《礼记》，汉郑玄注，唐孔
颖达疏；《仪礼》，郑玄注；《大戴礼记》，汉戴德撰；《春秋左氏传》，东汉服虔注，晋杜预注，唐孔颖达疏。小学类
主要有：《尔雅》，汉舍人注，汉魏间孙炎注，晋郭璞注，宋邢昺疏；《说文解字》，后汉许慎撰，南唐徐铉校订；《广
雅》，魏张揖撰；《经典释文》，唐陆德明撰；《毛诗草木虫鱼疏》，晋陆机撰；《玉篇》，晋顾野王撰；《广韵》，宋陈彭
年撰；《类篇》，宋司马光撰；《说文解字系传》，南唐徐锴撰。正史类主要有：《史记》，汉司马迁撰，宋裴骃《集
解》，唐司马贞《索隐》；《汉书》，东汉班固撰，唐颜师古注；《后汉书》，宋范晔撰；《三国志》，晋陈寿撰，宋裴松之
注。子类主要有：《荀子》，战国荀况撰，唐杨倞注；《老子》，春秋老聃撰；《列子》，列御寇撰，晋张湛注；《庄子》，
战国庄周撰；《淮南鸿烈》，东汉刘安撰，高诱注。集类主要有：《楚辞》，汉王逸注，洪兴祖补注；《文选》，梁萧统
编，唐李善注；《乐府诗集》，宋郭茂倩辑；《艺文类聚》，唐欧阳询等撰；《初学记》，唐徐坚撰；《太平御览》，宋李
昉等撰⑨。这些典籍或用于疏证词条，或校正传刻文字讹误，皆做到言而有据、孤证不立。
段玉裁继承其师“以字考经，以经考字”的训诂思想注《说文》。其尝云：“余之治《说文》也，以字考经，以

经考字，大指本徽郡戴氏。”瑏瑠其《说文解字注》亦广征博引，遍及小学、经史子集，计５０余种。小学类主要有：
《方言》，西汉扬雄撰；《广雅》，曹魏张揖撰；《释名》，东汉刘熙撰；《玉篇》，南朝梁顾野王撰；《急就篇》，西汉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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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撰；《三苍解诂》，晋郭璞撰；《埤雅》，宋陆佃撰；《匡谬正俗》，唐颜师古撰；《通俗文》，东汉服虔撰；《字林》，晋
吕忱撰；《五经文字》，唐张参撰；《汗简》，宋郭忠恕撰；《九经字样》，唐唐玄度撰；《类篇》，宋司马光等撰；《佩
觿》，宋郭忠恕撰；《说文解字篆韵谱》，宋徐锴撰；《说文解字五音韵谱》，宋李焘撰；《六书故》，宋戴侗撰；《龙龛
手鉴》，辽释行均撰；《声类》，曹魏李登撰；《唐韵》，唐孙愐撰；《经典释文》，唐陆德明撰；《一切经音义》，唐释玄
应撰；《广韵》，宋陈彭年撰；《集韵》，宋丁度等撰；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》，宋毛晃增补；《古今韵会举要》，元黄公
绍、熊忠撰。经类主要有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清阮元等撰；《尚书大传》，西汉伏胜撰。史类主要有：《史记》，西汉
司马迁撰；《汉书》，东汉班固等撰；《后汉书》，刘宋范晔撰；《国语补音》，宋宋庠撰；《汉制考》，宋王应麟撰；《水
经注》，北魏郦道元撰。子类主要有：《吕氏春秋》，秦吕不韦等撰；《风俗通义》，东汉应劭撰；《淮南子注》，东汉
高诱撰；《颜氏家训》，南北朝颜之推撰；《齐民要术》，北魏贾思勰撰；《开元占经》，唐瞿昙悉达撰；《列子释文》，
唐殷敬顺撰；《北堂书钞》，唐虞世南辑录；《初学记》，唐徐坚等辑录；《艺文类聚》，唐欧阳询等；《太平御览》，唐
李昉等辑录；《事类赋》，宋吴淑撰；《小学绀珠》，宋王应麟撰。集部主要有：《文选注》，唐李善撰①。《太平御
览》等大型类书辑录了大量散佚的资料，“古籍散亡，十不存一，遗文旧事，往往托以得存，《艺文类聚》《初学
记》《太平御览》诸编，残玑断璧，至捃拾不穷”②。《太平御览》《艺文类聚》等类书的运用为《说文》的注解和校
勘提供了证据。
戴震作《方言疏证》前，将扬雄《方言》的字与训分别傅于李焘《许氏说文五音韵谱》之上，“字与训两写，详

略互见”③。王念孙模仿戴氏这一体例作《雅诂表》，“取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广雅》、《小尔雅》四书诂训，以建首
字为经，而以古韵二十一部分列所释之字以纬之……《尔雅》以黑字，《方言》以朱字，《广雅》以绿字，然全书亦
尽用此例”④，实现训诂的互证。他的《读书杂志》引用书目多达８０多种。经部主要有：《周易》；《尚书》，唐陆
德明释文；《诗经》，汉毛亨传，汉郑玄笺，唐孔颖达疏，唐陆德明释文；《韩诗外传》《诗考》；《周礼》，汉郑玄注，
唐贾公彦疏；《礼记》，汉郑玄注；《仪礼》，汉郑玄注；《大戴礼记》；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晋杜预注，唐陆德明释文；《春
秋公羊传》，汉何休注；《春秋谷梁传》《春秋繁露》《春秋考异邮》《论语》；《孟子》，汉赵岐注。小学类：《说文解
字》；《尔雅》，晋郭璞注，李巡注，宋邢日丙疏，唐陆德明释文；《尔雅翼》《广雅》《释名》《方言》《广韵》《玉篇》《集
韵》《班马字类》。史部主要有《汉书》，唐颜师古注，汉服虔、晋灼、应劭、孟康、苏林、孔文祥注；《后汉书》《魏
书》《晋书》《隋书》《唐书》《史论》《逸周书》《通志》；《国语》，汉贾逵注，三国吴韦昭注；《战国策》，汉高诱注，宋
鲍彪注，宋姚宏校，元吴师道校注；《晏子春秋》《列女传》《越绝书》《吴越春秋》《汉纪》《资治通鉴》《水经注》《通
典》。子部主要有：《荀子》，唐杨倞注；《说苑》《新序》《盐铁论》《潜夫论》《孔子家语》《孙子兵法》；《管子》，唐尹
知章注；《商子》《韩非子》《黄帝内经》《周髀算经》《开元占经》；《太元》，晋范望注；《墨子》；《吕氏春秋》，汉高诱
注；《淮南子》《论衡》《白虎通义》《风俗通义》《群书治要》《艺文类聚》《北堂书钞》《初学记》《白孔六帖》《太平御
览》；《山海经》，晋郭璞注；《世说新语》；《穆天子传》，晋郭璞注；《博物志》《老子》；《庄子》，唐陆德明释文；《文
子》《列子》。集部主要有：《楚辞》，汉王逸注，宋洪兴祖补注；《文选》，唐李善注；《文选补遗》。此外还引用了
金石类资料，如泰山都尉孔宙碑、太尉刘宽碑阴、宋颉颇碑阴、郃阳令曹全碑阴、秦之罘刻石、秦会稽刻石
文⑤。材料的广泛占有，为王念孙的训诂或校勘提供了大量的文献佐证。
王引之称其父“校订之精，引证之切，触类引申之广，实上追两汉诸儒。训诂略其形迹，而取其精华，贯穿

该洽，左右逢源”⑥。受家风熏陶，王引之为学也旁征博引，毛、郑、贾、孔等传注皆为其所用，甚至援引师友观
点予以佐证。他于《经传释词序》中云：“自《九经》、《三传》、秦汉之书，凡语助之文遍为搜讨，分字编次，以为
《经传释词》十卷，凡百六十字。”例如“谓”字条，王引之指出：“家大人曰‘谓’犹‘为’也。”为论证“谓”犹“为”，
王引之引用了《周易》《诗经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战国策》《国语》《大戴礼记》《晏子春秋》《淮南子》《汉书》《吕氏春
秋》《盐铁论》等古籍辞例，特别是《庄二十二年左传》“是谓观国之光”，《史记·陈杞世家》作“为”；《说苑·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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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篇》“则何为不具官乎”，《晏子春秋·问篇》作“谓”；《吕氏春秋·精谕篇》‘胡为不可’，《淮南·道应篇》作
“谓”……这些别本异文最能说明“谓”“为”意同①。《经传释词》常引典籍主要还有：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仪礼》《中
庸》《春秋》《后汉书》《韩诗外传》《竹书纪年》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《考工记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老子》《荀子》《庄子》
《墨子》《管子》《列子》《韩非子》《淮南子》《晏子春秋》《春秋繁露》《山海经》《说苑》《新序》《楚辞》《文选》《论
衡》，以及贾谊、司马相如、扬雄等人的著作②。
王念孙总结一生治学经验曰：“经之有说，触类旁通。不通全书，不能说一句；不通诸经，亦不能说一

经。”③王氏父子紧步其师戴震之武，训诂一字必本六书，贯群经而后为定。所以皮锡瑞称“经学训诂，以高邮
王氏念孙、引之父子为最精”④。
四、结语
不同于吴派朴学以古为尚，皖派朴学求其是。戴震认为六经乃道义之府，为了探寻六经中的微言大义，

必须走“由字通词、由词通道”之路。“经之至者，道也。所以明道者，其词也。所以成词者，字也。由字以通
其词，由词以通其道，必有渐”⑤；反之，“轻语言文字，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，欲登高而无阶梯也”⑥。为了探究
六经中的道义，戴震重视文字训诂，然而文字训诂必以是正文字为前提。为求一字之“的”解，戴震不仅本之
六书，分析形体，还运用古音知识，因声求义，实行音义互求；并且利用前人训诂成果，汇综群籍、择善而从，形
成了鲜明的训诂学思想和特色。戴震的训诂学思想对皖派朴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梁启超尝曰：“戴门后
学，名家甚众，而最能光大其业者，莫如金坛段玉裁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，故世称戴、段、二王焉。”⑦在
戴震训诂学思想的指引下，段玉裁和王氏父子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训诂学成就，皖派朴学也因之臻于鼎盛，戴
震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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